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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本文将 ２００１ － ２０１５ 年城市户籍改革与早期移民网络相结合， 构建了外生于农村

人口流出地的迁移机会指标， 利用人口普查微观样本， 估计了迁移政策对农村人力资本投

资的影响， 并基于农村固定观察点数据探索内在机制。 结果显示， 乡城迁移机会增加对农

村人口的高中入学率具有显著负向影响。 内在机制包括两方面： 第一， 其他家庭成员流出

促使农村青少年更多参与家庭生产， 对教育投资产生挤出效应； 第二， 外出务工回报率提

高， 继续接受教育的机会成本上升， 农村青少年自身选择在初中毕业后外出务工而放弃接

受高中教育。 研究表明， 相关政策需要提升预期教育回报率， 缓解人口迁移对农村教育投

资的负面影响， 从而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提供坚实的人力资本之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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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引言

在中国工业化和城镇化的进程中， 全面进行户籍改革是促进乡城人口迁移的重要

举措 （孙文凯等， ２０１１； 张车伟等， ２０２２）。 随着户籍限制逐步放开， 中国的迁移成本

迅速下降， 在 ２００１ － ２０１５ 年间下降约 ４５％ （Ｈａｏ ｅｔ ａｌ， ２０２０）。 ２０２１ 年， 中国外出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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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工总量高达 １ ７２ 亿人， 其中进城农民工为 １ ３３ 亿人①， 这表明迁徙异地就业规模巨

大， 以往的 “乡土中国” 正日益向 “迁徙中国” 转变。 乡城迁移使农村人口获得更多

非农就业机会， 对农村收入、 消费和投资具有重要影响 （李实， １９９９； Ｋｉｎｎａｎ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８）。 然而， 乡城迁移对农村人力资本投资并非单向的积极影响， 其通过改变农村教

育投资的成本和收益， 对农村教育投资决策产生多维影响。 随着农村教育在乡村振兴

和共同富裕战略中的作用日益凸显， 探究乡城人口迁移对农村教育投资的影响具有重

要的理论和政策含义。

学术界针对乡城人口迁移对农村人力资本投资影响的研究集中于两类文献。 一类

文献关注乡城人口迁移对农村留守儿童教育的影响。 在城乡二元结构下， 外出务工人

口难以在流入地解决子女受教育的问题， 只能将子女留在农村。 留守儿童教育因而受

到正反两方面影响： 一方面， 父母照顾、 辅导和监督缺失， 对子女教育产生不利影响；

另一方面， 父母务工收入提高， 并通过汇款方式转移给留守家庭， 有利于缓解信贷约

束， 增加子女教育投资。 在实证研究中， 胡枫和李善同 （２００９）、 陶然和周敏慧

（２０１２）、 Ｍｅｎｇ ＆ Ｙａｍａｕｃｈｉ （２０１７） 等发现， 移民汇款的正向效应难以抵消父母角色缺

失的负面效应， 父母外出务工对留守儿童教育产生显著负面影响。

这支文献为分析农村留守儿童教育提供了经验证据， 但由于反向因果关系等内生

性问题， 较准确的因果效应评估仍是研究中的一大难点。 具体来说， 首先， 一些文献

通过对比留守儿童和非留守儿童的受教育状况识别父母外出务工的影响， 但父母是否

外出务工决策本身可能与子女受教育状况相关， 导致两者存在反向因果关系。 其次，

一些文献仅衡量了人口迁移对外出务工家庭自身的影响， 忽略了对农村本地家庭的溢

出效应。 人口流出会改变农村本地家庭的就业机会、 收入和教育回报率， 进而影响其

教育投资动机， 遗漏该溢出效应将不利于识别人口迁移对农村教育投资的净影响。

另一类文献利用贸易、 汇率、 迁移等外生政策冲击识别其引致的乡城人口迁移对

农村教育投资的影响。 张川川 （２０１５）、 Ｃａｉ ｅｔ ａｌ（２０２１）、 Ｐａｎ ＆ Ｌｅｉｇｈｔ （２０２１） 等关注

贸易政策的冲击， 发现中国出口扩张对农村适龄人口的高中入学率具有显著负面影响。

这是因为出口扩张带来了城市就业增长， 导致农村初中毕业生中断学业并迁移到城市

就业的比重上升。 ｄｅ Ｂｒａｕｗ ＆ Ｇｉｌｅｓ （２０１７） 将中国农村地区的身份证发行政策作为外

生冲击， 考察乡城迁移机会对农村教育投资的影响。 他们指出， 身份证便于农村流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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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在城市登记为临时居民， 农村地区在身份证发行时间上的差异能够反映迁移成本

的变化。 当乡城迁移成本下降后， 农村适龄人口外出务工和参与本地劳动力市场的概

率上升， 接受高中教育的概率下降。 然而， 该研究以农村人口流出地的政策为基础，
可能存在遗漏变量等内生性问题。 例如， 农村身份证发行时间可能与本地经济社会条

件以及地方政府政策相关， 而这些本地特征变量会影响人口受教育决策， 导致身份证

发行时间对于人口受教育决策而言并非完全外生， 从而干扰识别结果。
为解决现有文献中的内生性问题， 本文将人口流入地的户籍改革政策作为对农村

人口流出地的外生冲击， 识别乡城迁移对农村教育投资的影响。 人口流入地的户籍改

革进程独立于人口流出地的经济社会变量， 因此满足识别的外生性条件 （Ｋｉｎｎａｎ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８）。 乡城人口迁移往往依赖社会关系网络 （Ｃａｒｄ， ２００１）， 早期移民聚集地的户籍

改革对农村潜在移民具有更大拉力。 由于早期移民关系网不同， 各地区农村人口受到

不同程度的迁移政策冲击。 本文将 ２００１ － ２０１５ 年城市户籍改革与早期乡城移民网络相

结合， 构建外生于农村人口流出地的迁移机会指标， 进而利用人口普查微观样本中跨

地区和出生队列的变异进行双重差分 （ＤＩＤ） 估计 （Ｃｈｅｎ ｅｔ ａｌ， ２０２０）。 研究发现， 乡

城迁移机会对农村人口的高中入学率具有显著负向影响。 在排除地区产业结构、 公共

教育投入、 义务教育政策和大学扩招政策的影响后， 该实证结果仍保持稳健。
理论上， 迁移政策通过改变教育投资的成本和收益， 对农村适龄人口的高中入学

决策产生多维影响。 一方面， 家庭外出务工收入增加可能对子女教育投资产生正面影

响； 另一方面， 伴随就业回报率增加， 受教育的机会成本提高， 家庭生产、 外出务工

和本地务工三项活动都有可能替代受教育， 对农村高中入学率产生负面影响。 本文利

用 ２００３ － ２０１２ 年全国农村固定观察点微观面板数据对中间机制进行分析。 研究发现，
负面的替代效应大于正面的收入效应， 这导致农村教育投资下降。 具体而言， 当迁移

成本下降后， 尽管农村家庭外出务工收入提高， 但并没有增加对子女的教育投资； 其

他家庭成员流出促使农村青少年更多地参与家庭生产， 对教育投资产生挤出效应； 由

于外出务工的回报率提高， 继续受教育的机会成本上升， 农村青少年倾向于选择在初

中毕业后外出务工而放弃接受高中教育。 本文在结论中指出， 政府部门应通过提升预

期教育回报率缓解迁移政策对农村人力资本投资的负面影响。

本文的边际贡献在于以下三点： 第一， 在识别策略上， 本文将人口流入地的户籍

改革政策作为外生冲击， 识别迁移机会对人口流出地教育投资的影响， 更好地解决了

内生性问题。 第二， 在研究内容上， 与现有文献仅关注外出务工家庭自身所受影响不

同， 本文将人口流出对农村本地家庭的溢出效应纳入分析， 更全面地评估迁移政策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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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教育投资的净影响。 第三， 在研究意义上， 本文利用丰富的微观家庭和个体数据，

从收入效应与替代效应两方面分析迁移政策抑制农村教育投资的中间机制， 为理解农

村人力资本投资决策提供了微观证据， 对于缓解迁移政策的负面影响具有启发意义。

本文其余部分的结构安排如下： 第二部分陈述理论机制， 第三部分介绍制度背景与数

据， 第四部分介绍模型与识别策略， 第五部分展示实证结果， 第六部分分析中间机制，

最后一部分总结全文。

二　 理论机制

（一） 人力资本投资理论

根据 Ｂｅｃｋｅｒ （２００９） 的经典人力资本理论， 个体教育决策取决于教育投资的成本

和收益。 教育投资的成本既包括学杂费、 书本费等直接支出， 也包括推迟进入劳动力

市场的收入损失， 即机会成本。 教育成本对教育投资决策的影响因家庭经济情况而异。
当教育成本增加后， 面临信贷约束的家庭更有可能减少人力资本投资 （张川川，

２０１５）。 教育投资的收益为更高教育水平所带来的收入增长。 由于教育回报是长期和远

期的， 个体在做教育投资决策时需要将未来的收入流进行贴现。 教育投资的收益因而

不仅取决于不同受教育程度劳动者的工资差异， 还取决于贴现因子和个体预期。 如果

个体对潜在教育回报的预期不同， 个体教育投资决策将存在差异 （Ｊｅｎｓｅｎ， ２０１０）。 预

期教育回报率越高， 个体进行教育投资的可能性就越大。 结合本文研究， 迁移政策通

过改变人力资本投资的成本和收益， 对农村教育投资决策产生多重影响。
（二） 收入效应

农村家庭收入较低， 在教育投资上往往面临信贷约束。 当城市放松户籍限制后，
农村人口将获得更多外出务工机会。 外出务工人员将部分收入以汇款方式转移给农村

家庭。 随着农民工汇款增多， 农村家庭的信贷约束得以缓解， 从而有能力支付子女教

育费用， 加大对子女的教育投资 （Ｅｄｗａｒｄｓ ＆ Ｕｒｅｔａ， ２００３； Ｙａｎｇ， ２００８）。 本文将迁移

政策对农村教育投资的这种正向影响定义为 “收入效应”。
（三） 替代效应

当乡城迁移机会增多后， 农村青少年自身面临多种选择， 家庭生产、 外出务工和

本地务工三项活动都有可能替代受教育， 本文将其概括为 “替代效应”。 第一， 家庭生

产。 由于家庭成员外流， 子女需要承担更多家庭生产和家务劳动， 学习时间的挤占对

教育投资具有不利影响 （胡枫、 李善同， ２００９； ＭｃＫｅｎｚｉｅ ＆ Ｒａｐｏｐｏｒｔ， ２０１１）。 第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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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出务工。 当迁移机会发生变化后， 农村初中毕业生需要决定是继续接受教育还是进

入劳动力市场。 如果高中毕业生能从城市劳动力市场获得更多收入， 预期高中教育回

报率提高， 农村青少年将选择继续接受教育。 反之， 如果初中毕业即可拥有理想的工

作机会和期望收入， 接受高中教育的机会成本上升， 农村青少年将选择在初中毕业后

直接进入劳动力市场。 预期教育回报率如何变化与农村人口的信息来源密切相关。 ｄｅ
Ｂｒａｕｗ ＆ Ｇｉｌｅｓ （２０１７） 研究指出， 农村潜在流动人口往往从早期流动人口那里获取就

业信息。 由于早期流动人口大多是初中学历， 会迁移到初中毕业生工资率更高的城市，
潜在流动人口更容易形成初中教育回报率上升的预期。 因此， 当迁移机会增加后， 农

村青少年倾向于选择在初中毕业后直接外出务工， 而放弃继续接受高中教育。 第三，

本地务工。 农村人口流出有可能对本地劳动力市场产生溢出效应。 由于本地劳动供给

减少， 工资回报率提高， 农村青少年参与本地劳动力市场的概率将上升 （Ｄｉｎｋｅｌｍａｎ ＆
Ｍａｒｉｏｔｔｉ， ２０１６）。

综上所述， 迁移政策对农村高中入学率的净影响取决于替代效应与收入效应的对

比。 如果负向替代效应超过了正向收入效应， 农村青少年的高中入学率将下降； 反之，

农村青少年的高中入学率将上升。

三　 制度背景与数据

（一） 户籍改革与迁移机会

中国的户籍制度诞生于计划经济时期。 为了缓解城市物资供需失衡的困境， 政府

部门于 １９５８ 年出台了 《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 城乡二元户籍管理制度自此

建立起来。 在这一制度下， 每位中国公民拥有所在行政单位的农业户口或非农业户口，

居民户口类型与物资分配、 就业机会及福利待遇息息相关， 户口变更和地区间人口迁

移由政府部门严格控制。 改革开放后， 伴随城市工业的发展， 户籍管制开始松动， 乡

城人口流动逐渐增多 （Ｃｈａｎ， ２０１０）。 ２００１ 年， 政府部门率先放松小城镇落户限制，

颁布了 《关于推进小城镇户籍管理制度改革的意见》， 对办理小城镇常住户口的人员不

再实行计划指标管理。 ２０１４ 年 ７ 月， 《国务院关于进一步推进户籍制度改革的意见》 要

求进一步调整户口迁移政策， “全面放开建制镇和小城市落户限制”， “有序放开中等城

市落户限制”， “合理确定大城市落户条件”， “严格控制特大城市人口规模”， 在大城

市和特大城市建立积分落户制度。 该文件明确提出， “取消农业户口与非农业户口性质

区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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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描述户籍制度的演变过程， 本文参考 Ｆａｎ （２０１９） 的方法， 利用地方政策性

文件构建城市户籍改革指标。 Ｆａｎ （２０１９） 通过梳理各地级市购房、 租房、 就业和社

保相关落户条件， 对 １９９７ － ２０１０ 年的城市户籍改革程度进行评分。 户籍改革指数分

为 ０ ～ ３ 共 ４ 个等级， 指数越低代表城市落户门槛越高。 其中， ０ 表示仅受雇于公共

部门的流动人口能获得本地户籍， １ 表示购买一定规模 ／ 价值以上住房的流动人口能

获得本地户籍， ２ 表示购买任意规模 ／ 价值的住房、 租用雇主的补贴性住房或在本地

缴纳 ５ 年以上社保的流动人口能获得本地户籍， ３ 表示较短时期内在本地缴纳过社保

的流动人口能获得本地户籍。 对地级市的县和区分别进行打分， 地级市加总户籍改

革指数包含 ０ ～ ６ 共 ７ 个等级。

本文按照相同方法梳理地方户籍政策文件①， 将各地级市的户籍改革评分由 ２０１０

年拓展到 ２０１５ 年。 如图 １ 所示， 自 １９９０ 年代末起， 伴随购房、 就业和社保等相关落户

条件逐渐放宽， 各级城市的户籍改革指数呈现出上升趋势， 但不同等级城市的户籍改

革进程存在差异。 截至 ２０１５ 年， 北京、 上海等直辖市的落户门槛仍然较高， 副省级城

市仍存在一些落户限制， 而大部分中小城市已完全放开户籍限制。

图 １　 各级城市户籍改革指数

资料来源： 根据 １９９７ － ２０１５ 年地方政策性文件构建的城市户籍改革指标计算得到。

·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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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２０１１ － ２０１５ 年地方政府户籍政策文件来源有两个： 西南财经大学经济与管理研究院公共经

济与行为研究平台、 中国家庭金融调查与研究中心联合公布的户籍改革与移民研究项目资料。
本文考察适用于所有流动人口的户籍政策， 仅针对高学历人才的政策不影响户籍改革评分。



伴随着城市户籍改革， 农村人口向城市转移的障碍减少， 乡城迁移机会逐渐增多。

由于迁移依赖社会关系网络， 潜在移民与早期移民往往具有相似的迁移模式 （Ｃａｒｄ，

２００１）。 当早期移民聚集地推行户籍改革后， 农村潜在移民将受到更大拉力。 本文将

２００１ － ２０１５ 年城市户籍改革指数与早期乡城移民网络相结合， 构建反映农村人口潜在

迁移机会的指标 （Ｇａｉ ｅｔ ａｌ， ２０２１； Ｋｉｎｎａｎ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８）。 令 ｈｄ，ｔ表示地级市 ｄ 第 ｔ 年的

城市户籍改革指数， 定义地级市 ｏ 农村人口第 ｔ 年的乡城迁移机会指标 ｍｏ，ｔ为：

ｍｏ，ｔ ＝ ∑ ｄ
ｓｏ，ｄｈｄ，ｔ （１）

其中， ｓｏ，ｄ表示在地级市 ｏ 的农村总流出人口中迁移到地级市 ｄ 的比重， 数据来源

于 ２０００ 年全国人口普查， 反映早期 （前定的） 乡城移民网络。 由于全国各地的户籍改

革进程不同步， 各地级市农村人口的迁移机会存在差异， 珠三角及周边地区的乡城迁

移机会明显多于其他地区。 如果令 ｓｏ，ｄ表示 ２０００ 年省份 ｏ 的农村总流出人口中迁移到地

级市 ｄ 的比重， ｈｄ，ｔ同上表示地级市 ｄ 第 ｔ 年的户籍改革指数， 按照式 （１） 可以计算省

级迁移机会指标， 此时 ｍｏ，ｔ表示省份 ｏ 农村人口第 ｔ 年的乡城迁移机会指标。

本文关注迁移政策对农村人口高中入学率的影响， 为此需要计算其初中毕业时期

的乡城迁移机会。 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 儿童年满 ６ 周岁或 ７ 周岁应入学

接受 ９ 年义务教育， 因此初中毕业生的年龄集中于 １５ ～ １６ 周岁。 农村人口的高中入学决

策受该年龄段内的平均迁移机会影响， 如 １９９０ 年出生人口的高中入学决策受 ２００５ － ２００６

年的平均迁移机会影响。 将第 ｃ 年出生的人口定义为出生队列 ｃ， 该出生队列人口在初

中毕业年龄的平均迁移机会可表示为：

ｍｏ，ｃ ＝ ∑ ｔ －ｃ∈｛１５，１６｝
ｍｏ，ｔ ／ ２ （２）

给定 ２００１ － ２０１５ 年各地区农村人口的迁移机会指标 ｍｏ，ｔ， 本文计算出 １９８６ － １９９９

年出生人口在初中毕业年龄的平均迁移机会指标 ｍｏ，ｃ
①。

（二） 数据与描述性统计

本文微观人口数据来自 ２０１０ 年全国人口普查随机子样本。 根据中国城乡划分标

准， 将设立居委会的地区定义为城镇， 将设立村委会的地区定义为农村， 保留现居地

为农村的人口。 在普查时点， １９９４ 年及以前出生的人口年龄不低于 １６ 周岁， 已达到初

中毕业年龄， 可以获取其是否上高中的信息。 本文保留 １９８６ － １９９４ 年出生的人口， 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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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如果调整初中毕业年龄的取值范围， 重新定义乡城迁移机会指标， 本文实证结论保持稳健。
例如， 考虑到上学早或跳级的情况， 将初中毕业年龄设为 １４ ～ １６ 周岁， 估计结果类似。



除初中在学样本。 如果人口发生迁移， 现居住地区与受教育地区可能不一致。 为了排

除这种情况， 本文删除现居住地级市与户籍所在地不同的流动人口样本 （Ｃｈｅｎ ｅｔ ａｌ，

２０２０）。 本文获取微观个体的受教育程度、 性别、 民族与居住地信息。 利用与户主关系

变量匹配父母， 进而获得父母的年龄与受教育程度信息。 在删除关键变量缺失的样本

后， 共获得分布于 ３２０ 个地级市的 ３１５３０７ 个农村人口样本。 作为稳健性检验， 本文采

用相同方法处理 ２０１５ 年全国 １％人口抽样调查随机子样本。 基于初中毕业年龄， 保留

１９８６ － １９９９ 年出生的农村人口， 共获得 １６２０８４ 个微观个体样本。 表 １ 展示了关键变量

的描述性统计。

在中间机制检验中， 本文利用 ２００３ － ２０１２ 年全国农村固定观察点微观数据分析农

村家庭决策和青少年个体决策。 数据库包含家庭成员构成情况表和家庭全年收支情况

表。 首先， 本文获取家庭所在省份、 人口数目、 人口结构、 成员外出从业情况， 以及

家庭外出劳动收入、 文化服务支出和学杂费支出， 分析农村家庭决策。 利用农户代码

匹配历年样本， 获得 ２００３ － ２０１２ 年农村家庭非平衡面板数据。 其次， 本文保留 １５ ～ １７

岁农村个体样本， 利用在学、 就业和迁移信息， 分析高中入学年龄人口决策。 由于该

数据库只含农户所在省份信息， 不含地级市信息， 本文匹配省级迁移机会指标进行实

证研究。

本文回归分析需要控制地级市 （省级） 基期特征变量， 包括人口平均受教育程度

与经济发展水平。 基期人口受教育程度由农村 １９５５ － １９７５ 年出生人口的平均高中入学

率描述， 来自 ２０１０ 年全国人口普查数据。 基期经济发展水平由 ２０００ 年人均国内生产总

值 （ＧＤＰ） 对数描述， 来自 《中国城市统计年鉴》 与各省统计年鉴。 此外， 本文由

《中国城市统计年鉴》 获得 ２０００ 年地级市非农产业 ＧＤＰ 占比、 人均财政教育事业费支

出、 小学和中学师生比以及高等学校在校学生数， 用于后文稳健性检验。

表 １　 描述性统计

变量名
２０１０ 年 ２０１５ 年

观察值数 平均值 标准差 观察值数 平均值 标准差

是否升入高中 ３１５３０７ ０ ４０３６ ０ ４９０６ １６２０８４ ０ ５３３７ ０ ４９８９

性别（男 ＝ １） ３１５３０７ ０ ５４６１ ０ ４９７９ １６２０８４ ０ ５９７０ ０ ４９０５

民族（汉族 ＝ １， ２ ～ ５６ ＝ 各少

数民族）
３１５３０７ １ ９９００ ４ ３１７１ １６２０８４ ２ ０９１６ ４ ３１７３

父亲年龄 ３１５３０７ ４７ ３０２６ ５ ８１４６ １６２０８４ ４９ ６１４０ ６ ０５２６

母亲年龄 ３１５３０７ ４５ ６１６４ ５ ２５３０ １６２０８４ ４７ ９７３１ ５ ６０３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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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变量名
２０１０ 年 ２０１５ 年

观察值数 平均值 标准差 观察值数 平均值 标准差

父亲受教育程度 ３１５３０７ ２ ７９１２ ０ ６８１２ １６２０８４ ２ ７８０１ ０ ７３０８

母亲受教育程度 ３１５３０７ ２ ４８４３ ０ ６９８２ １６２０８４ ２ ５１４６ ０ ７３１７

地级市乡城迁移机会 ３１５３０７ ２ ５９７６ ０ ７２９３ １６２０８４ ３ ０６６１ ０ ９３０７

地级市基期平均高中入学率 ３１５３０７ ０ ０７３３ ０ ０３４１ １６２０８４ ０ ０７３３ ０ ０３４１

地级市基期人均 ＧＤＰ 对数 ３１５３０７ ８ ６５４０ ０ ６１１０ １６２０８４ ８ ６７３８ ０ ６１６３

　 　 注： ２０１０ 年父母受教育程度分为未上过学、 小学、 初中、 高中、 大学专科、 大学本科和研究生共 ７ 个类别；
２０１５ 年父母受教育程度分为未上过学、 小学、 初中、 普通高中、 中职、 大学专科、 大学本科和研究生 ８ 个类别。

资料来源： 根据 ２０１０ 年全国人口普查、 ２０１５ 年全国 １％人口抽样调查、 《中国城市统计年鉴》 和各省统计年

鉴数据计算得到。

四　 模型与识别策略

（一） 基本实证模型

本文由人口普查获得不同出生年份的农村人口微观样本， 利用队列 ＤＩＤ 方法估计

乡城迁移机会对高中入学率的影响。 队列 ＤＩＤ 方法利用跨地区和出生队列的变异来构

造截面数据的倍差模型 （例如， 程令国、 张晔， ２０１１； Ｄｕｆｌｏ， ２００１）， 即通过对比不同

地区和出生队列人口在高中入学率上的差异， 识别乡城迁移政策的影响。 令 ｉ 表示个

体， ｃ 表示出生队列， ｏ 表示地级市， ｐ 表示省份， 基本实证模型为：

ｙｉ，ｏ，ｃ ＝ β０ ＋ β１ｍｏ，ｃ ＋ β２Ｘ ｉ，ｏ，ｃ ＋ λｏ ＋ μｐ，ｃ ＋ Λｏ × μｃ ＋ εｉ，ｏ，ｃ （３）

其中， ｙｉ，ｏ，ｃ是虚拟变量， 描述个体 ｉ 是否高中入学。 如果个体 ｉ 高中入学， ｙｉ，ｏ，ｃ取

１， 否则取 ０。 ｍｏ，ｃ表示地级市 ｏ 队列 ｃ 人口在初中毕业年龄面临的乡城迁移机会。 Ｘ ｉ，ｏ，ｃ

表示个体特征变量， 包括性别、 民族、 父亲年龄、 母亲年龄、 父亲受教育程度虚拟变

量和母亲受教育程度虚拟变量。 λｏ 是地级市固定效应， μｐ，ｃ是省份 － 队列固定效应，

εｉ，ｏ，ｃ是误差项。 为了排除其他地区特征随时间变化的影响， 本文进一步控制地级市基期

特征变量与队列虚拟变量的交乘项 Λｏ × μｃ。

（二） 识别方法的有效性

本文利用式 （３） 估计乡城迁移机会对农村人口高中入学率的影响。 有效识别的前

提条件， 是迁移机会指标 ｍｏ，ｃ与影响农村教育投资的不可观测因素 εｉ，ｏ，ｃ不相关。 由于乡

城迁移机会指标的变动性来自人口流入地的户籍改革， 关键识别假设为人口流入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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户籍改革对于农村人口流出地是外生的， 与人口流出地的经济社会条件无关。 本文借

鉴 Ｋｉｎｎａｎ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８） 的做法， 利用地级市面板数据检验城市户籍改革的排他性。 因

变量为 ２００１ － ２０１５ 年 ２８２ 个地级市的户籍改革指数， 核心解释变量为农村人口流出地

滞后一期的经济发展水平和发展速度。 对于每个地级市， 以迁入本地的农村流动人口

数为权重， 计算外地人均 ＧＤＰ 及其增长率的加权平均值， 作为人口流出地的经济指标。
表 ２ 估计结果显示， 人口流入地的户籍改革指数与本地经济发展水平和发展速度相关，
但与人口流出地的经济发展水平和发展速度不相关。 该结果意味着人口流入地的户籍

改革进程对于人口流出地而言是外生的， 与人口流出地的经济社会条件无关， 为本文

识别假设成立提供了证据。

表 ２　 城市户籍改革的排他性检验

（１） （２） （３） （４）

人口流出地人均 ＧＤＰ 对数
０ ２９３３

（０ ２５６２）
０ ２８００

（０ ２５６８）

本地人均 ＧＤＰ 对数
０ ６６９６∗∗∗

（０ １８６９）

人口流出地经济增长率
０ ７８２６

（０ ５２１６）
０ ８１７３

（０ ５２１０）

本地经济增长率
０ ４３７８∗∗∗

（０ １２３４）

地级市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时间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观察值数 ４２３０ ４２３０ ４２３０ ４２３０

城市数 ２８２ ２８２ ２８２ ２８２

Ｒ２ ０ ５６１２ ０ ５６６２ ０ ５５９８ ０ ５６０９

　 　 注：∗∗∗、∗∗、∗分别表示 １％ 、 ５％和 １０％的显著性水平； 括号内是聚类在地级市层面的标准误； 利用省级 ＧＤＰ 平

减指数， 将地级市人均名义 ＧＤＰ 调整为 ２０００ 年不变价格； 经济增长率由相邻两年人均实际 ＧＤＰ 对数之差衡量。
资料来源： 根据 《中国城市统计年鉴》 和各省统计年鉴数据计算得到。

五　 实证结果

（一） 基本实证结果

本部分分别利用 ２０１０ 年、 ２０１５ 年人口普查 （抽样调查） 样本对式 （３） 进行估

计， 考察乡城迁移机会对农村高中入学率的影响。 表 ３ 展示了基本实证结果。 第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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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列控制了个体特征变量、 地级市固定效应和省份 － 队列固定效应， 乡城迁移机会

变量的系数为负， 并且在 １％或 ５％水平上显著不为 ０。 由于各地区经济文化条件有差

异， 对农村人口的教育投资可能产生不同影响。 第 （２）、 （４） 列利用基期人均 ＧＤＰ 对

数和人口平均受教育程度描述地区经济文化条件， 进一步控制地级市基期特征变量与

队列虚拟变量的交乘项。 在排除这些地区特征的影响后， 迁移机会变量的系数无明显

变化。 以上实证结果表明， 乡城迁移机会对农村人口的教育投资具有显著负向影响。
迁移机会指标每增加一个标准差， 农村人口的高中入学概率将降低 １ ８ ～ １ ９ 个百

分点。

表 ３　 基本实证结果

２０１０ 年样本 ２０１５ 年样本

（１） （２） （３） （４）

乡城迁移机会
－ ０ ０２５４∗∗∗

（０ ００９２）
－ ０ ０２４５∗∗∗

（０ ００９１）
－ ０ ０２３８∗∗

（０ ００９８）
－ ０ ０２０４∗∗

（０ ００９６）

个体特征变量 是 是 是 是

地级市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省份 － 队列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地级市基期特征∗队列虚拟变量 否 是 否 是

观察值数 ３１５３０７ ３１５３０７ １６２０８４ １６２０８４

Ｒ２ ０ １６８７ ０ １６８７ ０ １９５５ ０ １９５９

　 　 注：∗∗∗、∗∗、∗分别表示 １％ 、 ５％和 １０％的显著性水平； 括号内是聚类在地级市层面的标准误。
资料来源： 根据 ２０１０ 年全国人口普查、 ２０１５ 年全国 １％人口抽样调查、 《中国城市统计年鉴》 和各省统计年

鉴数据计算得到。

（二） 稳健性检验

本部分通过改变样本筛选方法， 检验实证分析是否可靠， 实证结果汇总在表 ４ 面

板 Ａ 中。 为了排除受教育地区并非现居地的情况， 前文删除了现居地与户籍地不同的

流动人口样本。 第 （１） 列利用 ２０１０ 年全国人口普查中的出生省份信息①， 进一步删除

现居地与出生地不同的样本， 以确保个体受教育地区与现居地一致。 前文保留了 １６ 周

岁及以上的非初中在学样本。 由于 １６ 周岁人口中仍有一部分初中在学， 所选样本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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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２０１５ 年全国 １％人口抽样调查没有收集出生省份信息以及农业、 非农业户口性质信息， 此处

仅展示基于 ２０１０ 年样本的回归结果。 使用 ２０１５ 年样本进行其他稳健性检验， 回归结果

类似。



对该出生队列的高中入学情况缺乏代表性。 第 （２） 列进一步删除 １６ 周岁样本。 前文

按照居住地设立村委会定义农村人口， 第 （３） 列将农业户籍人口定义为农村人口。 此

外， 前文实证分析基于微观个体样本， 第 （４） 列将个体信息汇总到地级市 － 出生队列

层面， 将各地级市不同出生队列人口的高中入学比率作为因变量。 在以上各种样本筛

选方法下， 乡城迁移机会变量的系数仍显著为负， 与表 ３ 实证结果接近。

前文控制了地区人口受教育程度与经济发展水平的影响。 在表 ４ 面板 Ｂ 中， 本文进

一步排除其他地区特征和政策的影响， 以验证回归分析的稳健性。 首先， 地区产业结构

关系到就业收入和教育回报率， 会影响农村人口的高中入学决策。 第 （１） 列将地级市基

期产业结构定义为 ２０００ 年非农产业 ＧＤＰ 占比， 将其与队列虚拟变量的交乘项纳入回归。

其次， 地方政府公共教育投入影响学校教育质量， 会引起私人教育投资的变化。

第 （２） 列进一步控制地级市基期公共教育投入与队列虚拟变量的交乘项。 其中， 地级

市公共教育投入由人均财政教育事业费支出的对数衡量。

再次， 自 １９８６ 年 《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 颁布以来， 中国逐渐普及 ９ 年义

务教育。 各地区在义务教育质量和普及率上存在差异， 对义务教育阶段后的人力资本

投资决策会产生影响。 在第 （３） 列， 本文利用 ２０００ 年小学和中学师生比衡量地级市

基期义务教育资源， 将其与队列虚拟变量的交乘项纳入回归。

最后， 中国自 １９９９ 年开始实行大学扩招政策。 由于高中是考入大学的必经阶段，

大学扩招政策会影响农村人口的高中入学动机。 大学招生往往偏向于本地人口， 扩招

政策对高等教育资源不同的地区会产生差异化影响。 为了排除大学扩招政策的影响，

第 （４） 列进一步控制地级市基期高等教育资源与队列虚拟变量的交乘项。 其中， 地级

市高等教育资源由高等学校在校学生数加 １ 取对数衡量 （邢春冰， ２０１４）。 在控制以上

地区特征和政策的影响后， 本文实证结果仍然保持稳健。

表 ４　 稳健性检验

（１） （２） （３） （４）

面板 Ａ： 样本筛选
删除不在出生

省份样本
删除 １６ 周岁样本

按农业户籍定义

农村人口

加总到地级市 － 出

生队列层面

乡城迁移机会
－ ０ ０２４９∗∗∗

（０ ００９２）
－ ０ ０２２６∗∗

（０ ００９４）
－ ０ ０３００∗∗∗

（０ ００９５）
－ ０ ０２７０∗∗

（０ ０１２１）

观察值数 ３１４５２９ ２９７７５１ ３２４０３９ ２８６１

Ｒ２ ０ １６８７ ０ １６０４ ０ １６３４ ０ ９２１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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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１） （２） （３） （４）

面板 Ｂ： 排除地区特征与政策

影响
地区产业结构 政府教育投入 义务教育资源 大学扩招

乡城迁移机会
－ ０ ０２６５∗∗∗

（０ ００９９）
－ ０ ０２７４∗∗∗

（０ ０１００）
－ ０ ０２７８∗∗∗

（０ ０１００）
－ ０ ０２７６∗∗∗

（０ ００９９）

观察值数 ２６８８３４ ２６８８３４ ２６８８３４ ２６８８３４

Ｒ２ ０ １６１５ ０ １６１５ ０ １６１５ ０ １６１５

个体特征变量 是 是 是 是

地级市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省份 － 队列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地级市基期特征∗队列虚拟变量 是 是 是 是

　 　 注：∗∗∗、∗∗、∗分别表示 １％ 、 ５％和 １０％的显著性水平； 括号内是聚类在地级市层面的标准误； 本表使用 ２０１０
年全国人口普查样本； 面板 Ａ 第 （４） 列将个体特征变量汇总到地级市 － 出生队列层面， 包括男性占比、 汉族占

比、 父亲平均年龄、 母亲平均年龄、 父亲不同受教育程度占比以及母亲不同受教育程度占比。
资料来源： 根据 ２０１０ 年全国人口普查、 《中国城市统计年鉴》 和各省统计年鉴数据计算得到。

（三） 异质性分析

教育投资决策会受到个体和家庭特征的影响， 包括性别、 家庭子女数量和父母受

教育程度等。 当迁移机会发生变化时， 教育投资决策面临短期迁移收入和长期教育回

报间的权衡取舍， 这种权衡取舍会因个体、 家庭特征而异。 在表 ５ 中， 本文考察乡城

迁移机会对农村人口教育投资的异质性效应。

首先， 按性别将 ２０１０ 年农村人口样本划分为男性样本和女性样本进行分组回归。

结果显示， 核心解释变量的系数无明显差异， 表明迁移机会对不同性别人口的高中入

学概率具有同等影响。 其次， 将样本划分为独生子女样本和非独生子女样本进行分组

回归。 结果显示， 乡城迁移机会对独生子女的高中入学概率没有显著影响， 对非独生子

女的高中入学概率具有显著负向影响。 与独生子女家庭相比， 多子女家庭更容易受到信

贷约束限制， 倾向于利用子女外出务工收入缓解家庭信贷约束， 而忽视教育投资的长期

回报。 最后， 本文按父亲受教育程度进行分组估计发现， 如果父亲为初中及以下学历，

迁移机会将显著降低子女的高中入学概率； 如果父亲为高中及以上学历， 迁移机会对子

女的高中入学概率没有显著影响。 高学历父亲目光长远， 更加重视子女教育， 在子女短

期迁移收入和长期教育回报之间倾向于选择后者。 该结果意味着， 乡城迁移机会增加可

能会提高农村父代与子代教育水平的相关性， 降低教育的代际流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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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５　 异质性分析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子女为男性 子女为女性 子女数量 ＝ １ 子女数量 ＞ １
父亲初中及

以下学历

父亲高中及

以上学历

乡城迁移机会
－ ０ ０２３４∗∗

（０ ０１１８）
－ ０ ０２２４∗

（０ ０１２１）
０ ００５９

（０ ０２６５）
－ ０ ０２６４∗∗∗

（０ ００９８）
－ ０ ０３００∗∗∗

（０ ００９５）
０ ０２３７

（０ ０２２４）

个体特征变量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地级市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省份 － 队列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地级市基期特征∗队列虚拟变量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观察值数 １７２１７６ １４３１３１ ４４８７４ ２７０４３３ ２８１５３２ ３３７７５

Ｒ２ ０ １７０３ ０ １７４９ ０ ２３３２ ０ １４６８ ０ １４４４ ０ １６５６

　 　 注：∗∗∗、∗∗、∗分别表示 １％ 、 ５％和 １０％的显著性水平； 括号内是聚类在地级市层面的标准误； 本表使用 ２０１０
年人口普查样本。

资料来源： 根据 ２０１０ 年全国人口普查、 《中国城市统计年鉴》 和各省统计年鉴数据计算得到。

六　 中间机制

本文利用 ２００３ － ２０１２ 年农村固定观察点微观面板数据， 估计乡城迁移机会对农村

家庭决策和青少年人口决策的影响， 进而探讨迁移政策抑制农村教育投资的中间机制。
令 ｉ 表示微观个体 （家庭或青少年个人）， ｔ 表示年份， ｐ 表示省份， 该部分的实证模

型为：
ｙｉ，ｐ，ｔ ＝ β０ ＋ β１ｍｐ，ｔ －１ ＋ β２Ｘ ｉ，ｐ，ｔ ＋ λ ｉ ＋ μｔ ＋ Λｐ × μｔ ＋ εｉ，ｐ，ｔ （４）

其中， ｙｉ，ｐ，ｔ为个体决策变量， ｍｐ，ｔ － １ 为本省农村人口滞后一期的迁移机会指标，
Ｘ ｉ，ｐ，ｔ为个体时变特征变量， λ ｉ 为个体固定效应， μｔ 为时间固定效应， Λｐ × μｔ 为省份基

期特征变量与时间虚拟变量的交乘项， εｉ，ｐ，ｔ为误差项。
（一） 农村家庭决策分析

本部分基于 ２００３ － ２０１２ 年农村家庭面板数据估计式 （４）， 分析乡城迁移机会对农

村家庭决策的影响。 家庭决策变量 ｙｉ，ｐ，ｔ包括家庭是否有成员外迁、 家庭外出劳动收入、
家庭文化服务支出以及家庭学杂费支出。 家庭时变特征变量 Ｘ ｉ，ｐ，ｔ包括家庭人口数目、
成年男性占比、 儿童占比和老年人占比。 省份基期特征变量 Λｐ 包括人口平均受教育程

度和经济发展水平。 表 ６ 汇总了农村家庭决策分析的基本结果。
第 （１） 列的因变量为描述家庭成员是否外出务工的虚拟变量， 核心解释变量的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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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显著为正。 该结果表明， 本文利用人口流入地户籍改革所构建的指标能够反映潜在

迁移机会， 潜在迁移机会的增加带来了实际迁移概率的上升。 在第 （２） 列中， 因变量

为家庭成员外出务工收入的对数。 估计结果显示， 当乡城迁移机会增加后， 农村家庭

由外出务工获得的收入显著提高。 最后两列分别以家庭文化服务支出对数、 家庭学杂

费支出对数为因变量， 核心解释变量的系数均不显著， 表示迁移机会对农村家庭的文

化教育支出没有产生显著影响。 以上收入支出分析表明， 伴随城市户籍改革， 尽管农

村家庭的外出务工收入逐渐增加， 但外出务工收入并没有应用于子女教育投资。 因此，

乡城迁移机会并没有通过收入效应对农村教育投资产生积极影响。

表 ６　 家庭决策分析

（１） （２） （３） （４）

家庭成员外出务工
家庭成员外出

务工收入对数

家庭文化服务

支出对数

家庭学杂费

支出对数

乡城迁移机会
０ ０３５１∗∗

（０ ０１６１）
０ ３２３８∗

（０ １８１８）
０ １１２３

（０ １７０８）
－ ０ ０４０７
（０ １０９３）

家庭特征变量 是 是 是 是

家庭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时间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省份基期特征∗时间虚拟变量 是 是 是 是

观察值数 １６１３７０ １６１３７０ １６１３７０ １６１３７０

家庭数 ２５４４６ ２５４４６ ２５４４６ ２５４４６

Ｒ２ ０ ０４６１ ０ ０３９９ ０ ０５２６ ０ ０７１４

　 　 注：∗∗∗、∗∗、∗分别表示 １％ 、 ５％和 １０％的显著性水平； 括号内是聚类在省份层面的标准误； 第 （１） 列因变量

当家庭有成员外出务工时取 １， 否则取 ０； 后 （３） 列因变量为收入 ／ 支出变量加 １ 后再取对数。
资料来源： 根据 ２００３ － ２０１２ 年全国农村固定观察点微观数据和各省统计年鉴数据计算得到。

（二） 农村青少年人口决策分析

本部分利用 ２００３ － ２０１２ 年农村固定观察点 １５ ～ １７ 岁个体面板数据， 分析乡城迁移

机会对农村青少年人口决策的影响。 农村青少年人口的行为决策 ｙｉ，ｐ，ｔ包括是否上学、

是否外出务工、 是否本地务工以及是否参与家庭生产。 个体时变特征变量 Ｘ ｉ，ｐ，ｔ包括受

教育程度、 健康状况以及家庭人口数目和结构①。 省份基期特征变量 Λｐ 同上。

表 ７ 实证结果显示， 乡城迁移机会对农村青少年上学的概率具有显著负向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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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外出务工和参与家庭生产的概率具有显著正向影响， 但对农村青少年本地务工的概

率没有显著影响。 当迁移政策发生变化后， 农村青少年决定继续接受教育还是参与劳

动力市场， 取决于预期教育回报率的变化。 受早期乡城移民关系网络影响， 农村人口

更容易形成初中教育回报率上升的预期， 选择在初中毕业后外出务工的可能性因而增

大。 此外， 由于其他家庭成员外迁， 一部分农村青少年需要承担更多家庭生产和家务

劳动。 尽管农村人口流出， 青少年在本地的工作机会并没有增加， 这可能与农村剩余

劳动力较多有关。 综合来看， 当乡城迁移机会增加后， 由于外出务工和家庭生产的回

报提高， 继续接受教育的机会成本上升， 农村青少年高中入学的概率下降。 迁移机会

主要通过替代效应对农村教育投资产生负向影响。

表 ７　 农村青少年人口决策分析

（１） （２） （３） （４）

上学 外出务工 本地务工 家庭生产

乡城迁移机会
－ ０ ０４４７∗∗

（０ ０１８９）
０ ０３９１∗∗

（０ ０１５４）
－ ０ ０１７４
（０ ０３１３）

０ ０３３３∗

（０ ０１８４）

个体特征变量 是 是 是 是

个体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时间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省份基期特征∗时间虚拟变量 是 是 是 是

观察值数 ２３６０８ ２３６０８ ２３６０８ ２３６０８

个体数 １３１９３ １３１９３ １３１９３ １３１９３

Ｒ２ ０ ０９９９ ０ ０８８３ ０ ０１３５ ０ ０１７６

　 　 注：∗∗∗、∗∗、∗分别表示 １％ 、 ５％和 １０％的显著性水平； 括号内是聚类在省份层面的标准误。
资料来源： 根据 ２００３ － ２０１２ 年全国农村固定观察点微观数据和各省统计年鉴数据计算得到。

七　 结论与启示

伴随着城市户籍改革与迁移成本下降， 农村教育投资的成本和收益发生变化， 农

村适龄人口的高中入学率受到影响。 本文将 ２００１ － ２０１５ 年城市户籍改革与早期移民网

络相结合， 构建外生于农村人口流出地的迁移机会指标， 研究乡城迁移政策对农村高

中教育投资的影响。
首先， 本文基于人口普查不同出生年份的农村人口样本进行队列 ＤＩＤ 估计， 发现

乡城迁移机会对农村人口的高中入学率具有显著负面作用。 在排除地区产业结构、 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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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教育投入、 义务教育政策以及大学扩招政策的影响后， 该实证结果仍保持稳健。 其

次， 本文利用农村固定观察点微观面板数据进行中间机制检验， 结果显示， 乡城迁移

政策主要通过负向替代效应对农村教育投资产生抑制作用。 当迁移成本下降后， 由于

外出务工和家庭生产的预期回报率提高， 继续接受教育的机会成本上升， 农村青少年

倾向于选择在初中毕业后外出务工或从事家庭生产， 从而放弃接受高中教育。
本文结论对于缓解迁移政策对农村教育投资的负面影响具有启发意义。 农村初中

毕业生选择继续接受教育还是进入劳动力市场， 取决于预期教育回报率的变化。 现有

研究发现， 中国高中教育回报率偏低， 对于农村地区尤其如此 （赵西亮， ２０１７）。 在城

乡二元体制下， 农村流动人口很难进入城市正规部门就业， 大多从事教育回报率偏低

的蓝领职业 （蔡昉等， ２００１）。 尽管大学教育的回报率比较高， 但由于教育资源匮乏、
教育质量偏低等原因， 农村人口考入大学的机会很少， 对高中教育投资的激励作用不

足。 此外， 农村人口信息来源相对有限， 对真实教育回报率缺乏了解。 农村潜在流动

人口主要从初中学历的早期流动人口群体中获取就业信息。 当迁移机会增多后， 他们

更容易形成初中教育回报率上升的预期， 导致高中入学率下降。 综上所述， 政府部门

应通过减少流动人口就业障碍、 改善农村教育质量及拓宽就业信息渠道等多项举措，
提升农村人口的预期教育回报率， 从而缓解日益宽松的迁移政策对农村人力资本投资

的抑制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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